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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娜·埃诺在《符号学简史》(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年) 中，就是如此叙述整个欧洲符号学发展历程的。
② 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总结为四个模式三个阶段( 第 11—15 页，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笔者加进了“以赵毅衡为代表的解释学模式”，变成五个模式三个阶段。这反映了符号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论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的社会面向

唐小林

(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罗兰·巴尔特是经典的符号学家，他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是在批评世界、阅读社

会、观察生活事件、参与文化论争的过程中发现符号学的，这些都使他的符号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面

向。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代码理论和神话分析中。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谎言和意识形态伪装的深

刻揭露，尖锐地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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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符号学几乎是“形式论”的共名。从“语言－

符号学”到“符号－语言学”，再到“符号学”; ①从

索绪尔的欧陆符号学到皮尔斯的英美符号学，再

到赵元任、赵毅衡的中国符号学; 从莫斯科语言

学小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巴黎符号学

派，再到四川大学符号学派，符号学的发展至少

经历了五个模式三个阶段。即以索绪尔为代表

的语言学模式，以皮尔斯为代表的逻辑－修辞学

模式，以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符号论模式，以巴

赫金为代表的“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

式，以赵毅衡为代表的解释学模式。②符号学作

为一门学科，也因此完成了它的奠基、起飞，并进

入全面发展繁荣的阶段。而其间所涌现出的符

号思 想、符 号 理 论 缤 纷 绚 丽，各 领 风 骚，难 定

一尊。

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应用了符号学的

方法，且这些符号学者在学术上接近了马克思主

义。这些人包括活跃在 20 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巴

赫金、伏罗辛诺夫等; 20 世纪下半期美国的詹姆

逊，法国的鲍德里亚、德勒兹，英国的贝内特，爱

沙尼亚的洛特曼、伊凡诺夫，民主德国的克劳斯，

波兰的沙夫、佩尔茨，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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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的伯纳德，意大利的罗西－兰迪; 近年来还有

美国的伯吉森、科克尔曼、温纳林德，英国的杰索

普、克雷斯、霍奇，等等。这份名单远远不全，他

们涉及马克思主义或符号学的深度和广度各有

不同，某些当代学者的思想还正在发展中。① 但

不管怎样，罗兰·巴尔特往往不在这份名单当

中。他如雷贯耳的名望，是与结构主义的时髦人

物福 柯、拉 康 和 列 维 － 斯 特 劳 斯 联 系 在 一 起

的［1］12。巴尔特进入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有所不

同，他是从符号、文本，也就是从“形式”进入“文

化”，最后抵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处的。

二

1945 年，才 29 岁的巴尔特，结束了在瑞士

埃格勒市的莱赞疗养院疗养后，声称自己已经变

成了“萨特的支持者兼马克思主义者”［1］10。他

读了马克思的《神圣的家族》，“在政治上他觉得

马克思主义是描述现实世界的不可替代的工具，

是新社会的希望，从精神角度讲，在这个新社会

中一切都成为可能; 他那时认为，只有真正社会

主义的社会才有心灵的真正自由。”［2］74 他后来

的《零度写作》，的确“谨慎地参考了马克思和萨

特”［2］268，或者说与马克思和萨特的有关文本构

成“互文性”［1］106。1955 年，他以《我是马克思主

义者吗?》参加与加缪的论战，公开宣称自己是

“左派”，认定自己在政治上只能以“马克思主义

方式思考问题”［2］121－123。多年以后，在法兰西学

院的就职演说中，他在谈到为什么走向符号学的

时候还说，“对我来说，一种符号科学能够刺激社

会批评。在这一理论设想中，萨特、布莱希特和

索绪尔可以携手合作”［1］59。他的《神话学》等系

列著述，就是这种“社会批评”的最好实践，他以

符码理论和神话学思想，从摔跤运动到广告，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谎言和意识形态伪装，进行了深

刻的揭露。

1954 年的 5 月底，巴尔特和多尔一起观看

柏林剧团在巴黎国际戏剧节演出的布莱希特的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深受震撼，以惊人的

语速说出一句话: “布莱希特是一个思考过符号

的马克思主义者”［2］113。这句话在巴尔特的一生

中被他多次重复。又过了 17 年，巴尔特写道，布

莱希特对于他依然极为重要。他之所以把布莱

希特一直视为典范，不是因为布莱希特的文艺

观，也不是因为布莱希特的审美观念，他所看重

的是布莱希特“将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关于意义的

思考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对符号的效果进行

过深 入 思 考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这 非 常 罕

见”［1］40－41。这对于巴尔特来说，多少有些夫子

自道。

三

巴尔特是符号理论操作的高手，更是符号学

社会实践的大师。笔者认为，他是符号学面向社

会发展史上，贯通索绪尔与皮尔斯的桥梁。

学界素有“索绪尔—巴尔特模式”之称，认

为他“是索绪尔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解释者”［3］134。

其实较之索绪尔，巴尔特的符号学表现出强烈的

社会性和批判性。他并没有像索绪尔、皮尔斯那

样，试图在不断的思辨中，建立自己系统、严整的

理论符号学体系。三十三四岁，他才在“思想导

师”格雷马斯的引导下［2］94，听说了索绪尔、雅格

布森，读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知道了转喻和隐

喻［2］96。后来即便认识了列维－施特劳斯，因为

学术志趣不同，并没有多深的交往［2］132。他运用

了索绪尔的语言 /言语、能指 /所指等核心概念及

一些基本的符号学思想，借用了乔姆斯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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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与“内涵”的符号学术语，但他既不是索绪尔

也不是乔姆斯基衣钵的忠实继承人。比如，他

“认为符号后面总有承载它的语言，因此与索绪

尔的建议相反”，断定“语言学包括符号学而不

是符号学包括语言学”［2］241，语言永远先于人而

存在，人必须对付语言，语言是法西斯，因为它

“强迫说话”［4］183。他显然接触过皮尔斯，在《符

号学原理》里将皮尔斯的象似符号、指示符号、规

约符号等与黑格尔、荣格和瓦隆的相关概念进行

类比［5］。但巴尔特绝不定于一尊，他是符号学家

中的“杂家”，是符号学家中的搬运工、泥水匠。

他以卡片的方式，采集各家各派的理论观点，用

自己思想的“水泥”粘连组织，筑起他特有的、地

基坚实、结构紧密的符号学高墙［2］83。这座高墙

的砖块，是由马克思、萨特、索绪尔、叶尔姆斯列

夫、布莱希特、拉康、巴赫金、雅格布森、邦维尼斯

特等人的思想元素聚合而成［2］144－268。巴尔特不

像索绪尔和皮尔斯，他既不是从语言学，也不是

从自然科学走向符号学的，他是在批评世界、阅

读社会、观察生活事件、参与文化论争的过程中，

发现符号学的。符号学带给他的“首先是一种目

光和一种直觉，而不是一种理论”［2］267。毋宁说，

他更像一个符号分析家，挥舞符号学这把锋利的

解剖刀，庖丁解牛式地解析环法自行车赛、自由

搏击运动、多米尼西案件、“伴着你”面条广告、

皮埃尔院长等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文学与文化批

评，展开对殖民话语的解构，使“他那个版本的符

号”，逐渐成为“批评社会的一种武器或一种工

具”［2］102。如果说是生活，是现实，是社会，是复

杂的文化斗争，是学院派僵死的教条把巴尔特逼

向符号学的，并不为过。巴尔特的符号学因而具

有了天然的“社会性”。

四

巴尔特一生著述丰富，涉及面相当广泛。他

在《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中，把自己

的学术活动依次分为四个阶段: 以《写作的零

度》和《神话集》为代表的“社会神学”阶段，以

《符号学原理》和《流行体系: 符号学与服饰符

码》为代表的“符号学”阶段，以《符号帝国》和

《S /Z》为代表的“文本”阶段，以《爱情絮语》和

《文本的愉悦》为代表的“道德”阶段［6］。笔者以

为，这四个阶段都属于符号学。“文本”分析当

属符号学无疑。“社会神学”阶段其实就是典型

的社会符号学阶段。“道德”阶段准确地说应该

是“情感符号学”阶段。归结起来，巴尔特终生

致力于社会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文本符号学和

情感符号学的研究。

对于社会符号学，笔者认为巴尔特最大的贡

献是“代码”和“神话”理论。这里的“代码”，不

是信息论意义上的概念，是符号学领域的“符

码”，雅格布森、马丁内都曾使用过这个名称。它

是指“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形成时意义植入

的规则，控制解释时重建意义的规则”［7］，是隐

藏在符号和文本意义后面的“幕后操手”。正是

这只“看不见的手”，使世界变得复杂诡异、深不

可测。对于巴尔特来说，世界上没有原始状态的

经验，所有的“人造物”，或者人类目光所触之

物，都已经被植入了“代码”，赋予了意义，发生

了变化。经过重新“编码”，人类置身于自己创

造的生活世界之中。

“编码”并非巴尔特的独创，在萨丕尔、沃尔

夫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那里，就已经形成这样

的传统: 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只有“编成代码”才

能重新体验。人类集体卷入这项“巨大的、隐蔽

的、协作的事业之中”，而使“任何人都不能说他

可以获得关于一个‘现实的’永存的世界的不可

编码的、‘纯粹的’或客观的经验”［3］108。巴尔特

的发现在于，这一切都“悄悄地披上了自然性、正

义性、普遍性和必不可免性的外衣”［3］109，人们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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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于此成为“笨蛋”而不自知。巴尔特的所有工

作，就是要戳穿这一切，解构和还原“代码”，让

伪善的“编码人”穿帮，让光鲜“正确”的意识形

态从遮羞布下露出丑恶的鬼脸，让真相来一次阳

光下的晾晒。

比如，在巴尔特看来，写作就“绝不是交流工

具，它也不是一条只有语言的意图性在其上来去

的敞开道路”［4］13－14，而是一件“复杂的社会、政

治甚至经济的事件”，内含复杂甚至是华丽的

“代码结构”［3］112。17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

古典的法国写作，并非是“天真无邪”的，也并不

“简单地反映现实”。“事实上，它以自己的形象

塑造现实，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

法传递人、传播者或者编码人。响应这种写作就

是接受那些价值，就是证实并进一步论证那种生

活方式的本质。”［3］109即便是左拉的现实主义，也

远非“中性”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写作制作

术中最绚丽多姿的记号”［4］42－43。写作上“自然

主义”的追求，那些“清晰”、“精确”的方法，决非

写作的“内部特征”，更非超越历史、超越意识形

态的普遍模式。实际上，它是由经济和政治条件

所决定的，“它暴露了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最后

的历史野心，急于把人类全部的经验都纳入自己

对世界的特定看法之中，并把这标榜为‘自然

的’和‘标准的’”［3］110。

有学者指出，代码在巴尔特那里作为一股力

量，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都“修改、决定”，最

为重要的是“生成意义”，“它远不是单纯的、不

受限制的，它和语言把自己中介的、造型的模式

强加于我们喜欢看作是‘外在’客观世界的东西

时所使用的那些复杂方式十分接近”［3］112。巴尔

特的一部《神话学》，就是在无情剖析“由法国大

众传播媒介创造的‘神话’，揭露了它为自身的

目的而暗中操纵代码的行径”［3］112。不仅文学虚

构的世界没有什么“自然”“客观”可言，就连流

行服饰、时装、时尚、食物，即全部人类事物都“渗

透着编码行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不是一种‘事实’而是关于事实的符号”，不是一

个经验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3］125。当巴尔特

认为全部人类事物都渗透了编码，也就意味着，

他完全突破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边界，而走向

了皮尔斯。他给我们的启示，就像皮尔斯告诉我

们的那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

中”。符号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去破译这

些符号。因为经过“代码”的暗箱操作，符号戴

上了“能指的面具，隐藏在文字的后面，隐藏在

‘自然’的假象、伪善、服装或戏剧中”［2］268。如

果语言出于“交流”的话，那么巴尔特还把索绪

尔“交流的符号学”带到了皮尔斯“意义的符号

学”面前: 煎牛排、炸薯条、肥皂粉、洗涤剂、照片、

玩具、脱衣舞、占星术、阿尔古尔的演员、贫民与

无产者或社会新闻的处理等，在巴尔特那里无不

充满社会意义。

五

巴尔特的“神话”，当然不是古典神话学意

义的神话，而“是一种言说方式”［8］169，“是指一

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

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 即它的‘意义’系统

的结构”［3］135。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

的一种意指关系，对非语言系统而言，巴尔特认

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结整体”。能指、所

指，以及它们的产物———符号，构成了三足鼎立

的关系。比如，一束表达激情的玫瑰花，“玫瑰和

激情联结为一体，形成第三物”才是符号。但成

为符号的玫瑰花，与原来作为能指的玫瑰花完全

不同，前者只有植物分类学上的意义，是一种蔷

薇科蔷薇属灌木，在文化上却是“空洞无物”的。

而作为符号，这束玫瑰花是“充实”的，意义充

盈: 此玫瑰已非彼玫瑰，它已被编码、植入新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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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巴尔特由此发现了符号的二级系统: 在第一

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东西，在第二级系统中变

成了纯粹的能指，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所指，

开始了又一个符号化的历程。神话正是作为第

二级的符号系统发挥作用［8］173－177，并且不断地

“消耗”在第一级系统中确立的那个符号的意

义，直至使它成为空洞的能指，被新的意义所取

代: 最后，玫瑰花的植物意义在激情中悄然离去。

根本的原因，是主体意图与文化惯例在此巧妙结

合、有效沟通。

就像“代码”普遍存在一样，巴尔特认为神

话也无时无处不存在: “凡归属于言语表达方式

( discours) 的一切就都是神话”。不仅言辞，照

片、电影、报道、竞技、戏剧表演、广告等都可以用

作神话言说方式的载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宇宙具有无限的暗示性”。世上的每一物都可以

从封闭而缄默的存在，转变为适合社会自由利用

的言说状态［8］169。只要其被言说，它就必然变为

神话。本来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但他经过诺·迪

陆埃的描述，就已经不完全是一棵树了，它身上

充满了“文学的自满、反抗、意象”，特定的社会

文化被添加到树的纯粹的物质性上［8］169－170。虽

然不存在永恒的神话，神话却与历史永存，“因为

神话是历史选择的言说方式”。神话不可能从事

物的原始状态中涌现，是人类的历史使现实之物

转变成“措辞状态”，“人类历史，而且只有人类

历史，决定了神话语言的生死”［8］170。当一切人

造之物都是“编码“的结果，一切言语方式都是

“神话”的时候，巴尔特转动那支生花妙笔，为已

经编码的事物“解码”，为已经被神话化的话语

“解神话化”，就是在进行猛烈深刻的文化批评

和社会批判，其符号学的社会面向就尖锐地显现

出来。巴尔特的符号学由此表现出强烈尖锐的

社会面向，使那些认为符号学“完全脱离了人具

体的生活”，①不食人间烟火，只是自娱自乐的看

法，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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